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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顾维钧先生（1888—1985）是我国近代杰出的外交家，自 1912 年担任北京政府总统府及国务院秘书
起，历任外交总长，驻英、美、法公使、大使，以及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副庭长，折冲樽俎逾半个世

纪，经历过一系列中外关系的大事，在国际上享有盛誉。顾氏自 1960 年开始，应母校哥伦比亚大学东
亚研究所之请，用了十七年的时间，耗资二十五万美元，完成了英文稿 11,000 页的口述回忆录。这部
长篇回忆录涉及旧中国的外交、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史实，内容极其丰富，是研究近代

中外关系史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1981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大年所长，通过陈鲁直大使、贺其治先生，拜访了顾维钧先
生，洽商在国内出版回忆录的中文译本；顾氏欣然表示同意，并恃意为中文版写了序言。其后，天津市

政协编译委员会（天津编译中心）受近代史研究所的委托，成立了以袁东衣先生为首的翻译组，全盘承

担了此书的翻译任务。翻译组从 1982 年 7 月开始工作。参加翻译和校订工作的先后达六十余人，大都
是高等院校的学者与社会知名人士。译校工作自始至终严肃认真，不仅力求文笔畅达，忠于原著，而且

反复查证史实，务期准确无误。译本的第一分册于 1983 年 5 月间世，第十三分册于 1994 年出齐，全书
共 600 万字。顾氏回忆录中文版发行后，在海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受到了史学界、外交界及广大知识界
的赞许，咸以为顾氏回忆录中文版的出版，是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一大贡献。

然而，由于该书篇幅浩大，使一般读者难以卒读。

为此，顾维钧先生女公子菊珍女士 1994 年回国时，曾与天津编译中心共同研议，决定出版一部《缩
编》，以适应一般读者的需要，并可促进此书的流传。

由于回忆录所记述的史实连贯性很强，许多事情的演变过程曲折复杂，盘根错节，缩编工作的难度很

大。经过反复研究，确定缩编的原则是：主线不断，层次不乱，大事不丢，文字不变。即基本上保持原

著的整体框架与章节层次，抓住主要历史事件，突出关键环节，并力求保持作者的思维方式与文字风格

口除正本中“次日”、“两天后”之类的时间用语改为具体时间外，全为中文本原文。缩编是全书的浓缩，
不是局部切割，从总体上保持了原著的精华。为做好《顾维钧回忆录》的缩编工作，特组织了以袁东衣

为首的编辑组，成员有谢国祥、杨大辛、孙立民、何林荣、傅曾仁、刘保慧。缩编工作历时一年有半，

经过反复阅读，更番审定，将原书 600 万字压缩为100 万字，分上、下两册出版。在缩编过程中，并对
原中文本中误译和错排之处，作了更正。但在内容的取舍方面仍难免有不尽如意之处，尚祈读者鉴察。

天 津 编 译 中 心

1996 年 11 月



第一卷  童年及求学年代（  1888 — 1912 ）



第一章  家庭与求学

我于 1888 年 1 月 29 日在上海出生。父亲顾溶（字晴川），母亲蒋氏。我行四。生我那年，母亲二十三
岁。我不到两岁，妹妹就出生了。外祖母承担了对我的照看。当我三岁零一个月的时候，二哥和我就被

送去上私塾，离家一英里。我记得，我非常愿意天天上学。我在私塾交了许多朋友。每天两、三次课间

休息时，我们在一起玩。我觉得我既在学习，又在娱乐。这种生活，持续到我十岁。我姐姐结婚，她丈

夫去一所教会学校上学，名叫英华书院。

他向我建议，和他一起去那里上学。我进入这所学校的预科后，周末回家，每星期一早晨返校，学校里

的新环境和新课程使我耳目一新。我在学校开始学英文，还学算术和地理。1899 年的期末大考，我在
三百五十名学生中，名列第八，被奖给一本英文大字典。转年暑假，我患了疟疾，从 7 月中得病，直到
10 月病情才开始有所好转。当时英华书院的第二学期早已开学，我再跟班已为时过晚。在此期间，姐
夫蒋昌桂想去圣约翰书院上学。在蒋昌桂的劝说下，我和他一起报考了圣约翰书院。二十世纪的头四

年，我在圣约翰书院上学。我记得当时校内外到处谈论改革，即实行宪政和社会改革。1904 年初，学
校当局鉴于赞同所谓新学的情绪普遍高涨，决定调整中国教师。他们聘请了新教师多人以取代守旧的教

师。我们的中文课改由一位留日归国的学者讲授，他完全同意康梁维新派所主张的新思想。他在日本读

书数年，头脑中充满新思想，因此深受学生欢迎。

我有两个同学，决定赴美留学，约我同往，要走的同学共有四人。另外两人是施肇基博士的侄子，炳元

和赞元。施家兄弟也劝我和他们同行。我立即表示同意，母亲则强烈反对。我尽力向她说明那是该做的

事，她始终没被说服，但我还是着手准备。我确定出国并通知父母后，就决定剪掉辫子。我剪了辫子，

用丝带把辫子扎好，放在纸袋里，我带回家里，交给母亲。她一见到就大吃一惊，并哭了起来。她把辫

子当作珍贵物品锁在衣箱里。

我们一行七人于 1904 年 8 月赴美。其中有：施氏三兄弟炳元、赞元和厚元，朱榜生，还有孙嘉禄。此
外，有一位是江苏省政府官费获得者杨诵清。施肇基先生是我们的领队，他照料着我们。他负有照料江

苏省派遣的留学生的使命。他把我们安置在库克学院。实际上，他准许我们在两所学校里任选一所，并

告诉我们两校各自的优缺点，但是他自己比较喜欢库克学院。我记得，我和孙嘉禄决定上库克学院。

库克学院是一所寄宿学校，学生都来自附近的村庄。

实际是一所农村学校，费用很低。我记得我们一年只要有九百美元就够了，食宿和学费都在内，我们在

库克学院呆了一年。学校师生对我们很好。校长诺顿博士和他的夫人和蔼可亲。他们看待我们有如自己

的子弟。

早在我出国之前，我就想去哥伦比亚大学上学。它是一所著名的大学，政治系尤其有名，我参加了哥伦

比亚大学的入学考试，除了化学以外，其他各科都及格。但我还是被录取了，条件是我须在大学补习化

学。1905 年 9 月底，我办完了入学手续，开始了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生活，主修政治和国际外交。清政
府派五大臣到西方考察立宪政治。我记得他们是在 1905 年末到 1906 年初的那个冬天来的。作为哥伦比
亚大学的一名中国学生和纽约中国学生联谊会主席，我代表中国学生团体参加欢迎考察团。

我陪同他们参观了学校。考察团的主要顾问都是曾经留学美国或英国的学生，这对我的印象很深。有一

位顾问就是我们来美时的领队施肇基。那时候，哥伦比亚大学有一支出色的教师队伍，由世界各地的著

名学者组成。其中有研究宪法的伯吉斯，研究行政法的古德诺，研究经济学的塞利格曼，研究国际法和

外交学的穆尔，研究历史的比尔德，研究欧洲史的罗宾逊，研究社会学的吉丁斯，研究近东和西亚的杰

克逊。我可以指出几十位来。

所有这些学者都负有国际声望。

除杰克逊外，其他人的课我都选过。但我对杰克逊很了解，因为他组织了一个社团。后来，我又选修法

学院一些教授开设的课程，如著名的克尔奇威、库欣和讲罗马法的史密斯教授。我有机会在这些名师的

教导下读书，确实是三生有幸。



我对校内的一些活动越来越感兴趣。我参加了通常由法学社主办的讲演和辩论比赛。我甚至参加了戏剧

社。

我进了《旁观者》编辑部，成了副编辑。又逐步从副编辑升到新闻编辑。又过了一年，我被选到经理部

工作，后来在四年级时当上了总编辑。虽然《旁观者》的工作很艰巨，这段经历是很有益的。它确实大

大有助于我提高写作能力和密切与同学的关系。我当时还担任《哥伦比亚月刊》的业务经理和《哥伦比

亚人》的编辑。我记得在三年级时，有一天，一项通告发表了，说要选举九名学生参加学生代表委员

会。这个委员会是代表全体学生包括全体教师在内来和学校当局打交道的。最后，我听从朋友们的意

见，也当了候选人。

在哥伦比亚大学，我在交往中是从来不考虑种族区分的，我和各种族的学生都交朋友。我的朋友中有很

多人是信仰犹太教的，同时也有很多是信奉其它宗教的。这两方面的人似乎都感到他们宁可投中国人一

票，也不愿意投其他那一派的人一票。这使我得到了犹太学生和非犹太学生双方的支持，在选举中取得

成功。我参加了一些社团，其中有法语学会， “皇冠”组织，还有一个纳柯姆斯（Nacoms）高年级学生
协会。



第二章  婚姻问题

我于 1908 年夏天回国。我取道欧洲，以便看看旧大陆。这当然是一次相当重要的经历；这是我第一次
看到欧洲。

我是遵父命回来的，在这次回国期间，我第一次结婚，按照老习惯，父母都尽早为子女选择配偶。有一

次提亲，提的是著名中医张聋馨的侄孙女，比我小两岁。

到我十二岁半的时候，我父母背着我商定了这门亲事。我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父亲来信，建议我在毕

业前回家成亲。我回信说，婚事应该在我完成学业并有了固定职业之后再办。不久，我哥哥来信说，这

是风俗，我要是能回国成家，会使父母喜欢。当我从信里知道我父亲因我拒婚而烦恼时，我也很难过。

我说，如果他真要见我，我就回去看望他，条件是回去后不结婚，仅把这事情商量一下。随后我收到一

封回信，说父亲完全接受我的意见。我回上海后，母亲第一个向我暗示我父亲有意为我安排结婚，当天

晚上，他和我母亲在一起，把我叫去商谈我的婚姻问题，谈话破裂，父亲怒气冲冲地离开了房间。第二

天早晨，我哥哥到我屋子里来对我说，昨夜的会谈太伤老人的心了，以至于他饭都不吃。我哥哥同我长

时间谈话，使我做出了一个很不情愿的决定。我说，既然父亲把这事看得这样严重，我当然不想使他不

偷快，甚至生病。因此，如果他要我结婚，我愿意履行结婚仪式，以使他高兴并顾全他的面子。我哥哥

很快把我们之间达成的谅解告诉了我父亲。他不再拒绝进食了，并吩咐立即准备举行婚礼。婚礼仪式完

成后，我们被簇拥着上楼到新房里去。吃过了饭，我到我母亲的屋子里去睡觉，这件事引起了轰动。第

二天以及以后几天的晚上我还是到我母亲屋里去睡。直到有天，我母亲告诉我，她要用她自己的屋子

了，并且指出我总不去新房是不对的。我父亲也为此担心和不高兴。于是，在她的敦促下，我回到了新

居，但只是吃完晚饭才去。我睡在一个躺椅上。我形式上的妻子要我在大床上睡。我说大床是给她的。

她说，如果我要单独睡，她可以睡躺椅，把大床给我。就这样，好几夜过去了，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我的思想始终集中在如何尽快回到美国。有一天，在我父亲上班之前，我见到了他。我对他说，婚礼已

经举行，我已结婚，他应该高兴，我也准备回去了。显然他一定已经听到许多关于我的行为的闲话，所

以很坦然地对我说，可以回去，但必须带着妻子，他实际是提出了一个绝对的条件，要么把她带走，要

么我也别走。我只好把她带走。

我记得我们在旅途中从来没有谈过任何有关我们两人之间的事情，只谈了些对她本人和对她的教育有利

的事，还有她在美国会碰到的情况。我把她当作我的姐妹；我对她负有责任。到达纽约的当天，我把她

送往费城。那里我有一位朋友可以给她介绍学校。他推荐一个家庭，有一对老夫妇和一个女儿。这女房

东慈爱如母，对她非常关心；她或她的女儿将轮流指导她学习英语。

第二天安排好一切后，我返回纽约。只要有可能，我就去看她。我们像朋友那样见面，我总设法带她到

外面去散散心。我们常在一起进行娱乐或消遣，谈谈我们的朱来。

对于我们未来的关系，我们之间从来没有过任何不同的意见或争论。

1909 年秋天，我提出不再保持这种人为的关系。我们必须作出安排，使双方都能自由地按自己的意志
办事。

这样对双方都好。我记得她当时既不表示赞同，也不表示反对。她只是听着，显然还没有充分理解我们

谈话的全部意义。她只是问道，既然我们已经正式结婚，那该怎么办。我告诉她说，中国的民法有关于

双方自愿离婚的规定，只要有关两方签一项协议就行了。我引用了规定的条文，并答应寄给她一份。我

一回到纽约就把文件寄出。在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又讨论了这个问题。她问我她以后该怎么办。我说

这要看她了。一旦我们签了协议，我们两人就都自由了。她可以自由选择，或者留在美国，由我负担她

的学习费用；或者回中国去，按照她自己的意愿，住我父母家，或回她自己的家。她可以工作、教书或

继续学习。

我回纽约写出协议草稿，把草稿带给了她，要她研究一下，看看是否对一切都明白了，还要不要修改。

又过了好几个月，我去看她。她说，她想不出有什么要修改的地方，如果我要在协议上签字，她也准备



签。

我们大概是在 1911 年签的协议。协议规定，我们两人各执一份，另两份送双方父母。我们以一种十分
友好的方式脱离了关系。以后她说她不知道是否该立即回家；她打算留下来，因为她已经对学习发生兴

趣。我还像平日那样，不时地去看她。我记得直到 1911 年下半年辛亥革命之后她才回国。我曾去给她
送行。



第三章  结业回国

我于 1908 年秋回到哥伦比亚大学。11 月份，唐绍仪先生作为特使会见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据当时报
道，在美国公民因义和团叛乱所受的损失而提出的赔偿要求均已如期偿付之后，美国准备把存在美国财

政部的庚子赔款的剩余部分予以退还。据说使团的主要目的，是磋商退还方法和款项用途。双方都有意

把这笔钱用于向美国派遣中国留学生。这个意见深受太平洋两岸人民的欢迎。使团的第二个目的，虽然

没有公开宣扬，但据说具有同等重要性。那就是同美国磋商，由美国投资开发满洲。

正在这时候，北京由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死而发生危机。来自北京的电讯，带来了北京流传的谣

言，对皇帝之死，众说纷纭。随着慈禧太后之死，袁世凯失去了权势。袁曾掌握操纵皇室的权力，他支

持唐绍仪的出使。从华盛顿私下传来的消息表明，唐的使团准备缩短访问期。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

唐是袁世凯集团的一位很重要的支持者。由于慈禧太后的逝世，袁世凯不仅失去了权力，而且丢掉了职

位。事实上新政权一上台就把他免职了。在使团离去以前，唐绍仪向中国学生团体发出了邀请。他邀请

四十位中国学生作为他的客人在华盛顿逗留十天。我是其中之一。一般认为名单上的四十个人具有广泛

代表性，因为所选的学生都属于学生团体中公认的代表人物。

十天的访问在 1 月初开始。我到了那里，大致组织了一下，以便找一个发言人，在使团征求意见时代表
学生团体的观点和在适当场合发表感想。学生团体推我为代表。唐绍仪设盛宴招待我们。在宴会上，他

向我们表示欢迎，并说，中国正处在使国家现代化和强大的伟大运动的开端，为此急需经过训练、受过

现代教育并熟悉西方各国崛起富强的思想和方法的人才。他说，在美国学习的中国人，和在西方各国学

习的中国人一样，都是非常需要的；他们回国后，都大有可为。这是一篇鼓舞和激动人心的讲话，作为

受邀团体的代表，我应邀致答词。我记得我作了一次适合当时场合的简短发言，不仅受到我所代表的人

们的欢迎，而且受到唐和他的同僚的赏识。会后，唐亲自过来对我说，我的发言很好，向我表示祝贺。

这就是我同唐绍仪的第一次见面。

我在 1908 年底读完了大学学位的课程。在我三年级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从注册主任那里得到一项通
知，说我已经读完了规定的——实际上我想我已读完了一百二十六个学分；因此，我有资格毕业了，他
要我向他提出报告，请他做出毕业安排。我去告诉他，我不想毕业，这使他恨惊讶。我告诉他说，我想

跟这个班，特别是由于我担任了好几个职务，比如，我十分乐意干的《旁观者》的编辑工作，学生代表

委员会的成员，和纳柯姆斯高年级学生协会的成员等。注册主任说，他不明白，按照规章，我已完成了

规定的课程，既然我坚持不愿毕业，他说可以考虑一下。后来他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去。告诉我说，我可

以拒交二十五美元的毕业费，然后他就把我的名字去掉，并在他的报告中说明，我没有达到毕业的全部

要求。

从 1909 年初开始，我注册为法学院学生，同时是政治系的研究生。我是按照穆尔教授的意见学习法律
的。

他是我主修专业课程即国际法和外交的教授。我在法学院读了两年，学习了全部课程，也就是说，我学

了除有关司法程序以外的所有学科。

我的主修科，国际外交，由穆尔教授指导。我还兼修两门副科，就是古德诺教授的宪法和行政法和比尔

德教授的政治学。我问穆尔教授是否有必要攻读文学硕士。

穆尔教授回答说，如果我想获得文学硕士学位，我只要写一篇论文就行了。我就决定先攻读文学硕士学

位。穆尔教授给我指定了一篇论文题目叫做《“破火山口”案件的历史和法律》。

我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继续学习。我前面说过，我在三年内读完了规定的学

分。

因此，在哥伦比亚大学四年级时，我实际上已经在读研究生的课程。到 1909 年，我在获得学士学位的
同时也获得了硕士学位。



我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外国对中国政府的权利要求》。穆尔教授认为这是一个其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题

目，而且还很少有人论述。我的论文写了两年。我努力搜集各种有关资料。这是一个新的题目，也是一

个比较新的研究领域。中国的资料没有经过很好的整理，我不得不把它当作部分原始资料来进行工作。

其它资料有英国议会报告书，通常叫做蓝皮书，法国外交部向国民议会的报告书，通常叫做黄皮书；还

有德国外交部的黑皮书之类。我在洛氏纪念图书馆的地下室花费了大约两年时间，翻阅各种资料。

1911 年秋季，我开始认真写作，并开始复习读过的书、听过的课和过去一年里上过的课程，以准备哲
学博士的口试。辛亥革命后的几个月，是我紧张工作的一段时期，进展很快，同时我还尽可能多了解一

些中国事态的发展。

大约在 1912 年 2 月中旬，我收到中国驻华盛顿使馆的一封公函，邀请我去拜访张荫棠公使。几天后，
我利用周末应邀前去。出乎意料，公使通知我说，他收到袁世凯总统的秘书长发来的一封电报，转达总

统的邀请，要我去他的办公室当英文秘书。

事情来得这样突然，使我大吃一惊，无法想象这个职位的性质和要求。我又惊又喜，但并没有忙着接受

任务。我告诉公使说，我对这个建议受宠若惊，但我不能离开美国，因为我正在为哲学博士学位作准

备。公使说，电报的口气很肯定，而且对一个年轻人来说，以这样的职位开始他的事业，是一个绝好的

机会，所以我不应拒绝。他甚至说，我可以在以后再回来完成攻读博士学位。

他敦促我接受，回国支持新政府。但对我来说，在哥伦比亚一劳永逸地完成我的学业要重要得多。这

样，我使公使感到非常失望。他告诉我，他将把我的话电告国内，不过，他也同样感到国内是不会同意

我拒绝的。

我回到纽约，立刻去找穆尔教授，告诉他事情经过。

他对我竟然没有事先同他商量就拒绝了这项建议，似乎非常惊讶，甚至有些困惑不解。于是他把我教训

了一顿。他说，他知道我攻读哲学博士学位是为了准备担任公职，为国家服务，而这次就是一个非常好

的机会，可使年轻人进入国家机关，参加革命后的建设和发展工作。教授告诫我说，如果这项建议再次

提出，我绝不能再拒绝了，而且我必须先和他谈一谈。

不久，我想大概是过了一个星期，张公使果然给我来了公函，附着一份北京来电的抄件，这个来电是答

复他去电的。来电要求公使促我接受。我立刻去找穆尔教授，把这消息告诉他。他很高兴，并且说，我

一定得去。

我反问他，我的论文和口试怎么办呢？他说口试可以在我喜欢的任何一天举行；至于论文，他要知道我

的进度。

他要我把已经写好的部分给他，以便他看一下，然后告诉我他的意见。我按他说的办了，给了他四章，

就是引言和已经完成的三章。两天之后，他叫我去，告诉我他已经看完了。他认为，引言提供了列强在

中国地位的背景材料，这就足够一篇论文了。他已经和其他两位教授讨论了这件事，他们都同意他的看

法，换句话说，他准备接受引言作为我的论文，题目当然要改一下。他告诉我说，我以后还可以续写其

他各篇章，作为另一本书。

他对我进行的工作很高兴，因为是按照他的建议和期望写的，这样，口试和论文这两件我心里最主要的

事都解决了。

我写信给中国公使说，经过考虑并和我的教授商量之后，我可以回中国，但最快还得一个月。他来信让

我把行期告诉他。

我记得我的口试是在 3 月份举行的。按照惯例，不担任我主修或兼修科目的老师也可以出席考试，由于
我几乎念了政治系的所有课程，我是这个系所有教授的学生，很多教授都出席了。考试进行了两个多小

时。然后，按照常规，教授们退下去进行评议。大约十五分钟或二十分钟以后，教授们都出来了，宣布



我通过了考试。

然后就是我的论文问题。我已经说过，穆尔教授对我称为引言的那章十分满意。这篇引言相当详尽地叙

述了外国和外国侨民在中国以条约形式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外国侨民居住、经商、工作或传教所享

有的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穆尔教授建议我就一些技术安排问题再考虑一下，印刷和出版都需要时

间，还有校对，最好请教比尔德教授。大概是在第二天，我同比尔德教授会见。他对我百般鼓励，对于

我应召回国服务表示非常满意。他强调说，这对我是一个好机会，对于哥伦比亚大学也是一件好事。至

于那些具体问题，他让我交给他去办。他说，他可以同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安排印刷、出版以及任何必

要的事。我说，我必须在最近离开，甚至没有时间进行校对。他让我放心，说这事没问题，比尔德夫人

很乐意担当这项任务。他说，论文的序言必须由我自己写。我说，我正忙于整治行装，最早也得等到我

上船横渡大西洋时才能动手撰写。他说这也行，如果我在英国一上岸就把序言寄回来，他还赶得上付

印，并能在颁发学位之前把论文印出来，这样我就可以在 6 月初获得所授的学位。我在大西洋途中写好
了序言。我记得那是一篇很简短的序言，是从英国寄回的。就这样，所有有关论文的准备工作都办妥

了。

我从伦敦经巴黎到柏林。我乘火车旅行，在华沙换车，由西伯利亚铁路回北京，在 4 月底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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